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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印象
与内核及其成因

＊

□唐贤秋

［摘　要］　广西桂林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洲村被誉为“百年清官村”。该村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百多

位出仕为官者群体，而且人人都为官清廉。“百年清官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核，即爱莲文化所蕴含的君

子人格追求、科举文化所导引的读书成才取向与耻感文化所昭示的知耻求荣观念。其文化之所以形成，

得益于理学南传及其在广西传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德育为先的家庭教育模式所产生的巨大成效以及中

国古代清官文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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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广
西“百年清官村”，是指广西桂林灵川九屋镇

的江头洲村。

该村不仅完好地保存着明清之际的古

建筑群，而且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一百多位通过科举

之路而出仕为官者群体，而且个个都能做到为政清

廉，无一人有贪腐的劣迹。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３日，《新

华每日电讯》推出一篇文章《桂林发现保存完好的古

民居群》，着重介绍了桂林江头洲村古建筑群，并认

为江头洲村在广西现存的古村落中“知名人士第一”

“历史文化遗迹第一”和“‘五代知县’第一”。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国商报》刊发文章“桂林有个‘清

官村’”，首次提出“江头洲：清官村”这一概念。

此后，桂林日报、广西日报、新华网广西频道等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之现代转换研究”（项目编号：１０ＦＺＺ００２）。



　　　　
　　　　

１４２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唐
贤
秋

广
西
﹃
百
年
清
官
村
﹄
文
化
印
象
与
内
核
及
其
成
因

媒体刊文，正式提出“江头洲村：百年清官村”。继

之，《广西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广西地方

志》与《炎黄世界》等国内多家报刊也纷纷登载文章，

不仅对“百年清官村”进行“探秘”，而且对其与爱莲

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

那么，“百年清官村”作为一种个案，其背后是否

体现着一种文化凝结？这种文化内核是什么？它又

何以能够形成？带着这些问题，本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

１月，前往桂林灵川江头洲进行了实地考察，形成了

关于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的大致认识。

二、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印象
江头洲村距桂林市区三十多公里，现有一百八

十多户人家，９０％以上居民为周姓。据资料记载，该

村周姓居民乃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后裔于明朝洪武年

间从湖南道州迁移至此定居建村繁衍而成，至今已

有六百余年历史。江头洲是一个具有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的古村落。它不仅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明清时

期的古建筑群，而且建筑设计匠心独运，处处透露出

浓郁的文化气息。

江头洲村古建筑群布局规整，规模宏大，至今保

存的明清建筑一百三十余座，六百余间；每座建筑院

落青砖灰瓦，木质构架，镌刻雕花，古朴典雅。处于

古建筑群核心地位的周氏宗族祠堂———“爱莲祠”，

将传统儒家文化与建筑风格融为一体。祠堂从外至

内，门柱上分别悬挂着“世德乡举选，宗盟会法传”

“宗传姬旦家声远，学绍濂溪道脉长”“学以精微通广

大，家缘清俭促平安”等楹联。其中，“世德”，出自

《诗·大雅·下武》：“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是说周

武王以德配天，天下归之，其德行与先辈相承。此处

“世德”是指先辈累世功德。“宗盟”，指周姓宗族；

“会法”，本来指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共同审案，此

处特指公正为官。“姬旦”，指周公旦，他因提出“敬

德保民”并制礼作乐开创周邦伟业而深受孔子等儒

家代表推崇。“濂溪”，指濂溪学派创始人、被称为濂

溪先生的周敦颐。这些楹联的大意是，从周公旦到

周敦颐，周氏累世承袭了精微为学、勤俭持家、公正

为官等“修齐治平”的传统美德，周氏后世理应将此

传统发扬光大。为了弘扬先世美德，周氏祠堂正厅

悬挂着周敦颐画像并镌刻着周敦颐《爱莲说》全文，

同时张贴着《周氏家训》。其中有“规行矩步，奉莲指

教”“祛邪传儒，立身厚道”“衣食俭朴”“增知博学”

“出仕为官，官清吏瘦；摄职从政，报国务民”等训词，

涵盖了对周氏族裔子弟立身处世、求学持家、为人为

官等方面的要求。祠堂两厢，分别用木榫制成“慎

言”“敏事”“循理”“遏制”等训词，并镶嵌于窗格之

中，让周氏后人于润物细无声中感受着传统文化的

熏陶。这种将传统文化中的箴言与建筑设计融为一

体的巧妙构思，体现出一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完美结合”。［１］

村中保存着古巷、古井、古牌匾、古牌坊、古石刻

碑与古桥等古迹。其中，井口方形而井内壁呈圆形

的古石井特别引人注目，方形井口倒映在圆形水面，

犹如一枚铜钱，喻示着为人千万别贪，否则便会“掉

到钱眼里就捞不上来”。［２］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将

道德教育寓于生活之中，时刻教育着后世子孙为人

为官当以廉洁为本。由古石板铺就的古巷，分别标

有“秀才巷”“举人路”“进士街”等；许多民居门楼分

别悬挂着“进士”“解元”“太史第”“荣禄大夫”“通奉

大夫”“按察使”“布政使”“四代翰林”“五代知县”等

牌匾，一些居民家中还保存着官职文案、古陶瓷、古

雕版、古镂床等文物。这一切似乎在向当代人们展

示着江头洲村周氏家族在封建科举时代通过“学而

优则仕”之途所曾经取得的辉煌。事实上的确如此。

据资料记载，该村仅在明清时期，便出现了一百多位

通过科举之路而出仕为官者群体。其中，进士８人、

举人３１人、秀才２００多人，甚至出现了“父子进士”

“四代举人”等科举奇迹。特别是，该村出仕为官者

群体当中，都能做到两袖清风、为政清廉，无一人有

贪腐的劣迹。江头洲村也因此享有“中国科举仕宦

第一村”“才子村”和“百年清官村”之誉。２００５年以

来，该村先后获得“中国最具旅游价值古村落”“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魅力景区”与“中国传统古

村落名录”等称号。

江头洲村能获得如此诸多殊荣，乃得益于其独

具特色的文化魅力，即“百年清官村”所积淀的文化

现象。我们都清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是一个腐败

的大染缸。然而，在江头洲村，古代出仕为官者当中

却都能在那种环境中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从而保

持为政清廉的品格！江头洲村出现的为官清廉者人

数并非一两个，而是一个群体！这一为官清廉者群

体前后延续时间长达几百年之久！这种现象不仅在

岭南地区，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以至有

人这样评价说：“现存的江头洲古村落就是一部历史

书、文化史，一部建筑史、艺术史，一部官制史、廉政

史，一部教育史、科举史。”［３］这种评价并不过分，因

为，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

涵。

三、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内核
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指“人的价

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４］（Ｐ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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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以技术体系为表征的价值体系、规则体系和

行为体系等方面的总和。广西“百年清官村”作为一

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化凝聚，其文化内涵不仅通

过器用层面的技术体系（即物化形式的古建筑群）表

征出来，而且以其富有精神内核的价值体系而焕发

出永恒弥久的价值魅力。这种富有魅力的文化内核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爱莲文化所蕴含的君子人

格追求，科举文化所导引的读书成才取向，耻感文化

所昭示的知耻求荣观念。

（一）爱莲文化所蕴含的君子人格追求

在江头洲村，一股浓郁的爱莲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周氏宗族祠堂被称为“爱莲祠”；祠堂正厅被称为

“爱莲堂”，不仅悬挂着周敦颐画像，而且镌刻着周敦

颐的《爱莲说》全文；村中古巷的路面是用鹅卵石镶

出的一朵朵莲花；村中古建筑中的门楼、格扇、窗棂、

雀替、神龛、柱脚等饰刻的各种镂花以莲花居多；村

中还建有爱莲池，每当莲花盛开，清香弥漫全村。村

中居民在“乐赏莲花的同时，性情上也受到莲花的陶

冶”。［２］

江头洲村之所以如此推崇爱莲文化，是因为他

们在传承着祖先周敦颐的君子人格追求。周敦颐所

著《爱莲说》，因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

以表达自己的君子人格志向而成为传世经典。莲花

与菊花、牡丹等，本是大自然中的植物，周敦颐之所

以独爱莲，是因为莲花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

等品质。就是说，莲花处浊境中能洁身自爱、自身清

白而不炫耀、内心坦荡、正直无私、不攀爬富贵、不卑

躬屈节等。莲花的这些高贵品质，恰好契合了儒家

所倡导的君子之德。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

家看来，君子之为君子，在于君子具有“见得思义”

“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

不贪，泰而不骄”“敦善行而不怠”等品德，君子的这

些品德与莲花的品质高度耦合。故此，莲花被奉为

“花之君子”而为周敦颐所独爱。加之“莲”通“廉”，

周敦颐不满于社会贪浊的现实而“将人品中的‘廉’

与自然中的‘莲’有机结合起来”，［５］寓“廉”于“莲”，

寓“爱廉”于“爱莲”，［６］充分表达了周敦颐致力于追

求清正廉洁的君子人格的志向。事实上，周敦颐在

为人为官中也始终表现出一个儒家君子的风范，人

品高洁，步入政坛后始终坚持勤政为民、廉洁从政，

努力实践着“君子之政”。［７］周敦颐因对君子人格追

求的知行合一而赢得社会世代的尊重，也赢得其族

人后裔的敬仰，这正是作为周敦颐后裔的江头洲村

古居民推崇爱莲文化的内在原因。周氏宗族祠堂大

厅张贴的《周氏家训》明确规定了“规行矩步，奉莲指

教”的训词，由此凸显出江头洲村居民致力于君子人

格追求的文化意义。

（二）科举文化所导引的读书成才取向

隋代以降至明清沿用的封建科举取士制度，促

进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向现实的转化，

也使得那些出身卑微但却有真才实学的普通寒门学

子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而那些通过

科举考试登科及第的学子所焕发出的“春风得意马

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的荣光，在很大程度上激发

了各地学子发奋读书以求取功名的积极性。这种由

于科举取士而形成的文化，导引了“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的成才取向，并为许多知识分子打开了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门。

封建科举文化所产生的这种价值导向，不仅使

得广大知识分子坚定着“读可荣身”的强大信念，而

且促使许多普通家庭将送子读书作为“家风”“家训”

而坚持下来。古代江头洲村就是如此，这里的周姓

居民承袭着祖先周敦颐“博学力行”的传统，坚持以

“送子求学，增知博学”作为家训而传承下来。这种

“送子求学”的家风家训，使得江头洲村周姓居民在

封建科举文化中如鱼得水、风光不断。据《灵川县

志》记载，仅在清代，江头洲村便出现了周启运、周

冠、周廷揆、周绍刘、周绍昌等５名进士（其中翰林院

４名），中举者１７人，副举人２人，秀才６０余人，职官

有代理总督、布政使、按察使、道台、知府、知州、知县

等。［８］（Ｐ８５６）在中国科举史上创造了“父子庶吉士”（父

周履泰和子周启运）、“父子进士”（父周启运和子周

廷揆）、“父子翰林”（父周冠和子周绍昌）等奇迹。仅

周履泰一家，便创造了“一门两进士，三代四举人”的

奇迹，在乡里传为美谈。漫步在江头洲村，便会感受

到一股浓郁的科举文化气息。村中古建筑群里的

“秀才巷”“举人路”与“进士街”等古巷，以及每家居

民门楼前悬挂的“进士”“解元”“太史第”“荣禄大夫”

“通奉大夫”“按察使”与“布政使”等牌匾，见证着封

建科举文化给古江头洲村周姓家族带来门庭荣耀的

历史事实。

（三）耻感文化所昭示的知耻求荣观念

耻感文化是一种为了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而突

出人的羞耻心与耻辱感所形成的知耻求荣观念与行

为模式的总和。它因为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而向内

要求人们“行己有耻”，具有知耻观念，崇尚操守与褒

扬气节；它又因为作用于人的行为模式而向外要求

人们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求荣避辱。［９］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耻感意识，并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耻感文化。管子非常重视耻感

意识，并将其置于关乎国家兴亡的纲领性地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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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

亡”。①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

矣。”②就是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感，从不知羞耻到

知道羞耻，则可以免于羞耻。在孟子看来，“无羞恶

之心，非人也”。③ 因而主张人人都应该有一种“羞

恶之心”，做到“闻过则喜”。周敦颐继承了孟子的耻

感思想，并认为，“闻过”是人生之幸，“不闻过”则是

人生之不幸，“无耻”乃是人生之大不幸。他说：“人

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

过则可贤。”④朱熹对此解释说：“知耻是由内心以

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故耻

为重。”⑤朱熹认为，士人要能识廉退之节，“礼义廉

耻，是谓四维。若寡廉鲜耻，虽能文要何用！”⑥传统

耻感文化因力倡“知耻而勇、知耻则有所不为”而深

入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内心之中并体现在各个

群体的行为之中，它甚至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关键时

刻成为“挺起民族脊梁的重要支柱”，在民族危难时

刻，“勿忘国耻”往往成为高昂的时代主旋律。［９］

以“秉承祖旨”为家训的江头洲村居民形成了一

种强烈的耻感文化。《周氏家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

“耻感”一词，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明确的耻感意识：

如“衣食俭朴，不倡奢耗”“出仕为官，官清吏瘦”“摄

职从政，报国务民”等训词，便内含了明确的知耻求

荣观念：以衣食俭朴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以任官

清廉为荣、以贪浊图私为耻；以报国务民为荣、以贪

图享乐及侵渔百姓为耻。江头洲村周姓子弟也正是

这样践行的。他们出仕为官，能够坚持忠于职守、廉

洁从政，勤政为民。据民国十八年《灵川县志》记载，

乾隆年间举人周履泰，历任昭平知县，爱民育士，恤

狱慎 刑，举 办 义 学，年 老 告 归 时，士 民 泣 送 载

道。［１０］（Ｐ６３２）乾隆年间举人周履谦（周履泰之弟），在四

川梁山等地任职，他廉政爱民，以“贪一文绝子灭孙，

冤百姓男盗女娼”自勉，成为遐迩闻名的“廉官”。道

光年间进士、翰林出身的周启运（周履泰之子），任职

期间，“兴农事，除水患，重教化，修义学，捐薪俸，救

良民”，被林则徐称赞为“循良第一”。［１０］（Ｐ６３７）道光年间

举人周启稷，为官勤勉，体察民情，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吏畏民怀，被百姓誉为“清官”。周启运之子周廷

揆，中进士后主事布政使，他“正躬率属，洁己爱民”

“守正不阿”。光绪年间进士周绍刘，在浙江富阳任

知县，遇富春江山洪暴发，亲自划船营救百姓，他生

活简朴，一身清正，严惩贪贿，受到当地百姓称赞。

咸丰年间进士周冠，为官清廉，廓清积弊，抑豪强，通

民情，铁面无私，除暴安良，被百姓誉为“周青天”。［１１］

周冠之子周瑞琦，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因成绩优

异、思想进步，成为学生领袖。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

动，受到北洋政府的追捕，他毅然写下绝命书后投海

自杀以报国。其绝命书曰：“山东为我国孔圣发祥之

地，青岛丧失，国脉不足培矣，我生不辰，邦国交瘁，

难日至矣。焉用身敬告同学须努力，同心以雪耻，毋

遗羞于五分钟热度。”［１０］（Ｐ６５２）其报国情怀深受后人景

仰。江头洲村出仕为官者群体的这些荣耀，无疑是

耻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生动凝结。

四、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成因
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

社会背景。它不仅得益于理学南传及其在广西传播

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且是江头洲村周姓子弟恪守

祖训实行德育为先的家庭教育模式的结果，同时，中

国古代清官文化无疑也对江头洲村出仕为官者群体

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理学南传及其在广西传播所产生的深刻影

响

灵川江头洲村周姓居民为理学始祖周敦颐后裔

南迁至此繁衍而成。《灵川县志》记载：“周氏系出濂

溪德盛者，泽弥长宜发之，伟乎！”［８］（Ｐ８５６）《周氏族谱》

也记载：周敦颐第１４代后裔周秀旺公于明初从湖南

道州宦游南下进入广西，于江头洲建村定居。江头

洲村遗留下来的周氏家族碑志印证了这一点：“始祖

公乃濂溪公之裔也。因宦游而卜居于灵岩江头

洲。”［１２］那么，周敦颐后裔为何南迁至此？

我们都清楚，广西桂林在先秦时期为南蛮之地，

属于楚地。自秦代开通灵渠之后，中原文化经灵渠

纷纷涌入广西，并与岭南文化相互交会融合；中原先

民也屡屡大举南迁，至唐宋之交，南迁者形成一定的

规模。［１３］（Ｐ７６）两宋时期，理学盛行。兴盛于宋代的书

院文化也进入广西。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

因其父亲周辅成曾担任广西桂岭（今广西贺州桂岭

镇）县令而在广西桂岭度过其早年生活。［１４］其晚年又

在岭南做官，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期间，周敦颐曾

“游西粤”，经由桂林，到漓江书院“给地方学子传道

授业”。［１５］后经梧州入浔阳至龚州（今广西平南）、桂

平，接受时任龚州知州程珦之邀，为程珦之子程颐、

程颢授业于广西桂平。［１２］这些无不为理学在广西的

传播打下良好的基础。“宋室南渡之后，广西成为南

宋的大后方”，桂林成为广西的文化教育中心，许多

理学传人包括“程颐、程颢的族裔多有为官或避地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管子·牧民》。
《孟子·尽心上》。
《孟子·公孙丑上》。
《通书·幸第八》。
《朱子语类》卷九四。
《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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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者”。［１２］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理学在广西的传

播。

理学在广西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创办书院和

重视教育。从南宋开始，“因官职之需或南迁入桂的

理学大师、门人及其追随弟子不在少数”。［１６］他们在

广西办书院、建学宫、设义学。通过“每岁科试录取

诸生”，教授“四书”“五经”，传授理学思想。于是，读

圣贤书，应科举试，在广西学子中蔚然成风，许多广

西学子在科举考试及第后出人头地，光耀门庭。据

资料记载，仅灵川县，自宋代开始至清末便有５１人

考中进士。［８］（Ｐ７４７～７４８）

灵川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湘桂走廊南端，扼中

原文化进入桂林的北大门，自古为“楚越往来之要

冲”“领中原风气之先”。理学入桂之后，书院文化便

在灵川得到了蓬勃发展。仅在清代，灵川创建的书

院就有文笔书院、培英书院和博约书院等。［８］（Ｐ７４６）灵

川江头洲村距桂林仅三十余公里，它位于漓江支流

甘棠江上游的护龙河西畔，四周被群山环抱，中间是

万顷良田，透澈的河水从村前蜿蜒而过，村后苍松翠

柏，古树参天，景色宜人；加之当地民风朴实，境内居

民“禀性多朴实……不健讼，不苟偷，重廉耻，轻浅

薄，”［８］（Ｐ８６８）是一个宜居耕读的好地方，这也是周敦颐

后裔宦游至此建村定居的原因所在。江头洲村周姓

居民非常重视教育。如“九屋乡江头洲村举人，周廷

冕为专科族中子弟而设的通政、中正、蒙正三学堂，

以及进化、保粹两乡塾，均曾称著一时。”［８］（Ｐ７４８）他们

继承先祖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精华，循理节欲，身体力

行，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也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

情操与精神追求。这是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形

成的深刻背景。

（二）德育为先的家庭教育模式所取得的突出成

效

江头洲村古居民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并始终将

品德教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这是因为，品德是

一个人的灵魂，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但丁说：道德

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

道德的空白。因此，良好的品德是儿童成长成才的

关键，也是做人做官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就主张

家庭教育应坚持德育优先的原则。如诸葛亮教子应

“修身”“养德”“明志”。《朱子治家格言》中提出：“居

身务求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围炉夜话》中也提到：

“教子弟求显荣，不如教子弟立品行。”无不突出了品

德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优先地位。

理学先驱周敦颐也强调了这种品德教育的优先

性，并提出要以圣人的德性来塑造理想人格。他说，

希贤希圣，是士人应努力追求的人格目标，“圣希天，

贤希圣，士希贤”①。何为“圣”？周敦颐认为，圣人

就是要做到“诚”，即具有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品

质。“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②

“诚者，圣人之本。”③如何做到“诚”？周敦颐认为，

那就是要“修德”以“立人极”。即圣人“以中正仁义

而主静，立人极焉”，“圣人与天地合其德”④“圣德修

而万民化”⑤。这就为士人指明了通过“立诚”“修

德”达到“成圣”之途。由于“教育是一种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的事业，必须先求己有所立、有所达，然后

才能立人、达人”。［１７］因此，周敦颐在教育中，特别注

意以身作则，并以“爱莲”咏志来表达自己的人格追

求，这种重视人格感化和以德服人的德育方式，无疑

会对后世产生着示范性影响。

江头洲村古居民便承袭了先祖德育优先的家庭

教育模式。从江头洲村《周氏家训》中可以窥见一

斑。一部《周氏家训》，可以说是教育子孙后代为人

处世做官的一部极好的德育教材。其中不仅包括家

庭教育的德育优先性原则，即“六德六行，从小诲教”

“祛邪传儒，立身厚道”。而且包括这种家庭道德教

育的指导思想，即“规行矩步，奉廉指教”“伦理纲常，

铭刻心中”，还包括这种家庭德育的终极目标，即“誓

执功令，才称圣人”。德育内容包括家庭美德、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等。其中，家庭美德要求

有：“崇尚祖德”“尊老爱幼”“孝侍双老”“侄叔相好”

“妯娌互敬”“孝子贤孙”等；社会公德要求有：“仁慈

隐恻，温恤关照”“悯困之人，挺身解救”“劳谦谨敕，

勿听歪道”等；为官职业道德要求有：“出仕为官，官

清吏瘦”“摄职从政，报国务民”。个人品德要求有：

“贵谷务本，稼穑及重”“粮丰物阜，立根之首”“衣食

俭朴，不倡奢耗”“做人刚健，不婢妄娇”“慎言置事，

循理业兴”“罔谈彼短，糜恃己长”“施惠勿念，受恩莫

忘”等。《周氏家训》中还包括遵守各种道德要求的

家庭族规，即“族规治家，施行笞罚”等。这种德育优

先的家庭教育模式，应该是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

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古代清官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固然因专制的存在而成为一个腐

败的大染缸，但是，一些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

固其统治地位，也会对那些为政清廉者采取表彰和

提拔重用等措施，以期塑造“清官”形象来树立官清

吏廉的典型，从而促使广大官吏见贤思齐。这种清

官文化对于引导封建社会广大居官从政者树立清廉

①

②

③

④

⑤

《通书·志学第十》。
《通书·诚下第二》。
《通书·诚上第一》。
《太极图说》。
《通书·顺化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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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古代，一些清

官廉吏因为廉洁为官、执法公正、生活简朴等品质而

得到一些封建帝王的赏识和老百姓爱戴。如在宋

代，北宋包拯为官清正廉洁，执法公正而受到尊重并

被誉为“包青天”；在明代，方克勤为官清廉而深受百

姓爱戴并被朱元璋“奖谕有加”。在清代，江苏长洲

人张埙，为官因“誓不取一钱，不枉一人”、并坚持“永

除私派”，做到“官清民乐”而被康熙“以卓异荐，擢广

西南宁通判”。① 山西永宁人于成龙，曾任罗城知

县，生活俭朴，因每日食粗粮、青菜而被江南人称为

“于青菜”。于成龙为官清正廉洁、治理有方而被康

熙帝赐予“清端”封号，并“命加成龙太子少保衔，以

劝廉能”。因此，封建帝王通过对官吏进行廉洁从政

的劝勉，通过对躬行清廉之臣的提拔重用等措施，树

立了一种正面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一种官

场正气。

应该说，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的形成，与中

国古代清官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分不开的。特

别是其祖先周敦颐不仅以“爱莲”立志，而且在为官

生涯中践行着清廉正直与勤政爱民等品行。这些无

不对江头洲村周氏后裔产生着深远影响，以“秉承祖

旨，扬吾家风”为家训的江头洲村将“出仕为官，官清

吏瘦”载入《周氏家训》之中，成为激励后人为官清廉

的动力所在。

五、结语
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是广西历史文化资源中

的一朵“奇葩”，也是广西廉政文化资源中的一张精

美“名片”。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

古代廉政文化在封建社会的腐败大染缸中所表现出

来的独特奇观而引发我们当代人的深思。新中国成

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一直没有停

止过，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显著，但存在的问题却依

然突出，始终有人在反腐倡廉的高压线上铤而走险！

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乃是我们的廉政文化建设

不够，导致我们对廉荣贪耻的耻感文化氛围营造不

够，进而导致一些共产党人对廉政人格锻造不够。

而建设廉政文化，需要弘扬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于

是，追溯广西“百年清官村”文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

广西廉政文化建设的传统资源，而且对于整个社会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当然，作

为封建科举文化的产物，江头洲“百年清官村”文化

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封建性糟粕，如强调读书为

了做官的官本位思想、“任官存君”的忠君思想等，对

此，我们应当加以批判与改造。总之，追溯江头洲

“百年清官村”文化，挖掘出其文化内核并进行合理

的扬弃，对于我们的共产党员从中吸取有价值的营

养从而加强廉政人格修养及培养廉荣贪耻的荣辱观

念，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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